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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翔霄、王菲菲

　　它从东周时期“穿越”而来，是中国首次出
土的可与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它源于社会
动荡，为研究东周时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实物资料，引发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
历史学界专家学者的长期关注，至今有谜待
解……
　　侯马盟书——— 两千余年前晋国人用毛笔书
写的文字实物资料。作为一份丰厚的人类文化
遗产，它不仅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
实物，对于认识当时的盟誓内容、礼仪以及过程
等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发现盟书

　 　 1 9 6 5 年 寒 冬 ，晋 国 最 后 的 都 城“新
田”——— 今山西省侯马市晋国遗址附近传来令
人振奋的消息。
　　这一年 11 月，根据城市规划，侯马市新田
路南侧要建设发电厂。
　　“此前，侯马晋国遗址已经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任何基本建设
用地之前要进行考古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田建文向记者讲述道，鉴于此，考古人员
在建设工地一带进行了勘探。
　　这次勘探有了新的发现。勘探表明，在距侯
马东周古城组东南约 2.5 公里处，东西长 70
米、南北宽约 55 米的范围内，分布着长方形竖
坑 400 多个。
　　随即，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文物管
理站派出考古人员陶正刚、张守中、梁子明等人
参加发掘，帮助发掘的工人是曲沃县农业中学
勤工俭学的师生。按照考古发掘的程序，一切都
在按部就班进行着。
　　 12 月 9 日近午时，同学们在一个竖坑取
土时碰到了一件件带土的石片，上面隐约有朱
书字迹。这一发现使大家感到十分新奇。于是，
这个人拿一片，那个人拿一片，石片立刻分
散了。
　　正在工地的陶正刚得知此事，马上查看了
现场。随即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
物的重要意义。经过动员，已经分散的 60 件石
片重新聚集到一起。
　　“同学们交回的这些石片，正是侯马盟书誓
辞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发现这些石片的竖坑
正是一处祭祀坑。”田建文说。
　　参与发掘的考古学者张守中先生回忆说，
那时的考古工地条件非常艰苦，午饭时陶正刚
还要在工地值班。张守中吃过午饭，步行去工地
换班，在侯马火车站南道口东侧两人相遇。
　　时隔 56 年，对于两人相遇的一幕，这位 86
岁高龄的老人记忆依然清晰。“不知是因为天气

冷还是因为发现了珍贵文物，陶正刚同志脸色
通红，见了我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他从背
包中取出几件用手帕包着的石片给我看，但当
时我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他正在颤抖的手。”张守
中说。
　　从 1965 年 11 月至 1966 年 5 月，侯马盟
誓遗址的发掘历时 7 个月，共发掘长方形竖坑
326 个，其中 42 个竖坑内发现有写在玉、石片
上的盟书 1500 余件。
　　发掘人员留下了这样的场景记录：“这些长
方形的竖坑深浅不一，深者 5.7 米，浅者则 0.2
米。坑口大小亦有差异，最大者长 1.6 米，宽 0.6
米；最小者长 0.4 米，宽 0.28 米……一般每个
竖坑埋牲体一具，埋葬姿势或俯或仰或侧，无一
定律，部分似活体。”

引起轰动

　　很快，侯马晋国遗址发现古文字的消息传
到了太原、北京。国家文物局立即派出著名文物
专家谢辰生和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颔，会同现场的专家，一起查看了朱书文字的
石片标本。
　　“盟书刚被发现时，大家无法判定它究竟是
什么，因此立即进行了上报。”张守中说，北京的
专家还带了一些标本回京，请著名古文字学家、
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帮助
鉴别。
　　此时，由张守中临摹，张颔写成了《侯马东
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文章描述道：

“坑口距地表 60 厘米到 70 厘米，坑内大都是
牛、马或羊的骨架，牲首方向多为北偏东 5 度
到 10 度，同时在一些坑内发现了大量的石简、
玉块、玉片。”
　　“经过识字、联句、篇章组合的过程，发现每
块玉石上均各书一篇完整文字，最多者 98 字，
一般为 92 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
的名字不同……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是
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 0.4 厘米，笔锋非
常清晰，可知其皆用毛笔书写无疑。正因为每篇
文字内容相同，这样对复原其章句就有很大的
方便……”
　　郭沫若在看过朱书标本及张颔文章后，也
写出《侯马盟书试探》一文，并首次提出“侯马盟
书”一词。文章说，“我认为：这些玉片上的朱书
文，是战国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赵敬侯章时的
盟书，订于公元前 386 年，距今 2352 年……每

篇铭首一字均为人名，有几个不同的人名。除
此之外，文辞大抵相同，即是具体的盟誓……
文字的复原可能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文义
大体上是可以通晓的。”
　　文章还提出：“盟首‘章’字当即赵敬侯
章。其他不同的人名字是与敬侯同时歃盟的
人……除总序外，人各具一盟书，盟文相同，
而人名各异，不是把所有盟誓者之名字写在
一通盟文之上。”
　　“两篇重磅文章共同发表在考古学界三
大杂志之一《文物》月刊同一期，即 1966 年
第 2 期。”田建文说。
　　紧接着，1966 年《考古》第 5 期又刊登
了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

《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根据记载周代礼乐
制度之一的《周礼》中的“载书”，陈梦家认为，
侯马出土石简即是晋国的“载书”。
　　张守中、田建文告诉记者，盟书即载书，
但“盟”语意结盟、盟誓，对现代人来说通俗易
懂，因此这批朱书文字后来的通行名称是郭
沫若确定的“侯马盟书”，而考古发现这个地
点就称为“侯马盟誓遗址”。
　　侯马盟书成为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
商周时期铜器铭文、战国至汉代竹简以来，中
国早期文字的又一重大发现。而它的意义还
远不止于此。
　　“古文献记载的盟誓很多，但并没有发现
盟誓实物的先例。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我国首
次出土的与古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其重
要性非同寻常。”张守中、田建文，以及中国考
古学会夏商、两周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山
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考古学系教
授谢尧亭等人向记者证实。
　　因价值珍稀，1995 年 10 月，侯马盟书
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司空见惯”的盟誓

　　那么，侯马盟书是怎样来的？它诞生在什
么样的社会背景下？
　　田建文告诉记者，盟誓是春秋时期的一
项主要社会行为。西周初期实行封建制度，分
封了许多诸侯国。春秋以前，天子与诸侯之
间，有约定的誓言，但无诅盟。
　　“进入春秋时期，诸侯们都无视周天子存
在了，开始了大范围兼并和称霸战争，礼乐征
伐都是诸侯自己说了算。”田建文说。

　　无奈之下，周天子开始任命“侯伯”。“侯
伯”就是诸侯国里的老大，诸侯国得到“侯
伯”任命以后，就可以替周王讨伐不听话的
诸侯，也相应拥有称霸天下的资本，即所谓
的“霸主”。这时候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诸
侯各国之间、诸侯国内部的贵族之间，就要
靠盟约和誓辞来约束他们之间的关系，统称
为“盟誓”。
　　第一位“侯伯”是齐桓公。公元前 632 年
晋文公“城濮之战”胜楚后，晋文公成为第二
位“侯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晋国霸业
结束。
　　春秋早期，晋国发生过分封到古曲沃的
庶子取代嫡长子的“曲沃代翼”事件。晋献公
汲取其中教训，把直系亲属统统废黜，而异姓
卿大夫迅速崛起。最后“六卿之乱”殃及整个
晋国，接着“三家分晋”，晋国灭亡。
　　“春秋时期尔虞我诈盛行，彼此之间不信
任，便产生盟誓文体。”田建文说，晋侯与卿大
夫结“盟”，结盟内容依照旧例叫作“命”。“盟”
与“命”是东周时期的怪胎，如此而已。
　　据张颔《〈春秋左传〉盟誓表》统计，共有
196 次盟誓，其中晋国参与的就有 57 次。
　　盟约还有一套程序，先是主盟人召集参
盟人一起到盟誓地点；由盟誓管理者将所要
盟誓的内容书写在玉、石片上，每人一式两
份；然后平整盟誓场地，挖长方形竖坑；杀牛、
马、羊等牺牲，主盟人执牛耳；歃血为盟，宣读
誓词；掩埋牺牲和一份盟书，给神灵看，以供
神灵监视；将另一份盟书藏于国家专门存放
盟书的地方“盟府”，用于必要时查看。“盟府”
中的盟书一旦丢失，还要到掩埋地点重新发
掘出来，就是所谓的“寻盟”。
　　“从侯马盟书的内容来看，各参盟人群打
击的对象是不同的，打击对象由少变多是侯
马盟书形成早晚的一个顺序，也是盟书坑的
埋葬顺序，打击的敌人最多达到 9 氏 21
家。”谢尧亭说，打击对象的不断增加，说明这
场斗争的复杂性和敌对势力的强大。
　　侯马盟书可识别参盟人员 251 人，打击
对象人名 26 个，主要有五类。一是同姓同宗
的人在一起举行盟誓的“宗盟类”。二是把自
己抵押给某个人，表示一生永不背叛、忠于这
个人的“委质类”。三是参盟人发誓自己不夺
取别人的人口和财产，也反对和声讨宗族兄
弟们中间的这种行为，否则甘愿接受诛灭制
裁的“内室类”（“内”同“纳”）。上述三类用朱

红颜色书写。
　　此外，侯马盟书中有少量是用黑色矿物
质颜料书写，叫“墨书文字”。比如有对既犯的
罪行加以诅咒与谴责，使其受到神明惩处的

“诅咒类”。另有盟誓中有关卜筮的一些记录。
“发现了三件写在圭形或璧形玉片上的黑色
字迹，这不能算是正式的盟书。”田建文说。

“盟书体”和“一书三版”

　　 56 年来，人们对侯马盟书的探寻从未
止息。
　　郭沫若认为是公元前 384 年赵敬侯章
与赵武子朔争夺王位之事；张颔、王克林、陶
正刚定其年代属晋定公死去的公元前 475
年以后，所以发生的历史事件只能晚于此年；
还有学者判断其为公元前 424 年，赵桓子嘉
逐赵献子浣之事。
　　“人们对侯马盟书的起止年代、内容分
类，以及其所体现的晋国历史等还存有争议。
普遍认可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即张颔先生的
考证结论，比较合乎情理。”张守中说。
　　侯马盟书形体古雅，变化繁多，体现出独
特的书法艺术特色，并持续引起外界关注。
　　侯马晋国博物馆的展板上这样描述道：

“侯马盟书最大者长 32 厘米、宽 3.8 厘米、
厚 0.9 厘米，小型的一般长约 18 厘米、宽不
到 2 厘米、厚仅 0.2 厘米。玉石片上的文字
为毛笔所写，字迹绝大多数为朱色，少数为
黑色。”
　　张颔《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
字》一文认为：“其文字风格与晋公墓出土
铜器上的铭文有相仿之处，其笔法与战国
楚之帛书、信阳简书亦有相似之处，但略浑
厚。”
　　张颔《“侯马盟书”从考续》认为，侯马盟
书“书法非常熟练，如果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
历史着眼，它无疑也是一批宝贵的资料……
侯马晋国盟书文字和西周早期周王朝铜器上
的官方文字在字形和风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
变化……像这种东周晚期的文字它一方面存
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
现了晋国区域性一种风格和体例”。
　　“侯马盟书的字体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
是东周时代晋国文字的代表。”田建文说，属
于汉代所说的古文，其实就是当时晋国官方
通行的文字。
　　据介绍，侯马盟书还表现出偏旁随意增
损、部位游移、繁简杂侧、义不相干、滥为音
假、随意美化、信笔涂点的特征。“现在看来，
这几个‘混乱现象’正是侯马盟书的艺术特
点。”
　　侯马盟书面世后，在学界引起不小的轰
动。此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整理和研
究工作一度中断。
　　 1972 年，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王
克林、陶正刚、张守中进行了零星整理，完成
了《侯马东周盟誓遗址》的简报，发表在当年
的《文物》第 4 期，但完整的报告仍未提上议
事日程。
　　 1973 年 8 月，新中国文物事业开拓者
王冶秋到山西考察，在工作间隙赶到太原，当
天下午就去查看了盟书标本。原来，他接到了
张守中的一封信，信中说侯马盟书出土已很
长时间了，7 箱标本均放在太原，急需整理。
在王冶秋的推动下，侯马盟书的整理出版迎
来转机。
　　“成立了由张颔、陶正刚和我三人组成的
整理小组，大家分工合作，马不停蹄地工作了
三年多。”张守中说，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千余
件盟书临摹发表 656 件。
　　 1976 年，期待已久的《侯马盟书》终于
首版。
　　 2006 年、2016 年，《侯马盟书》分别再
版、三版。
　　“一部考古报告三版其书，这在山西考古
史上绝无仅有。”田建文说，盟书艺术是一片
沃土，有待更多有志者去耕耘开发。

侯马盟书：玉片上的朱书文带你“穿越”到东周

侯马盟书标本及其释文、摹本。 侯马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国遗址中的位置。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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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3 版）陕北各地“习弓马，好战斗”
“尚忠勇”的边塞民性，也多见于史籍。《汉书·
地理志》言：“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
翟（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名将多出焉。”《隋书》也称朔方、榆林“多尚武
节”。《宋史》记此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
悍而质木”。因此，陕北大地自古多出忠烈将帅
之才，这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麟州（今榆林神木）
杨氏，即历史上有名的杨家将。
　　“杨氏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跃边陲。”杨家
将崛起的河西之地，正是如今榆林神木，古称麟
州。北宋文豪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
铭》中称，杨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
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
　　古麟州“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
战”，城三面深沟环绕，且多处为绝壁，地形高
峻，乃天设之险，易守难攻。
　　北宋年间，麟州城占地约 80 万平方米，城
址“孤悬河外”，与西夏隔窟野河相望，“控扼西
北，中国赖之”。作为战略要冲，此地夏必攻，宋
必守。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 年）李继迁攻打

麟州开始，至北宋灭亡共计 140 多年间，麟州
经历大小战争数以百计，贯穿宋夏战争始末。
　　山险自有虎啸，正是在这片“不见桑耕见烽
火”之地，杨业成长为少年将军，人称“杨无敌”。
杨业归宋后为边关大将，雁门关大捷后威名大
震，在抗辽最前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契丹望
见业旌旗，即引去”。
　　雍熙三年（986 年），北宋分三路大军攻辽，
杨业在收复云、应、寰、朔等数州后，又以决死之
心领区区 2000 兵力出击 10 万辽兵，终因无任
何援兵接应而负伤被俘，58 岁的杨业“身被数
十创”后，绝食三日而亡，麾下士卒“遂俱死，无
一人生还”。
　　杨业死后，其子杨延昭、孙杨文广也先后在
抗击辽、夏的战斗中为国捐躯。北宋灭亡后，南
宋政权退缩偏安，杨家将舍家报国的故事在民
间广为传颂，“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
之”。后又经一代代说书人、戏曲艺人的艺术化
创作，逐渐家喻户晓———“父子们赤胆忠心为国
同效命，金沙滩拼死战鬼泣神惊，众儿女志未酬
疆场饮恨……”

　　城以姓显，麟州古城此后也被陕北人民
唤作“杨家城”，甚至民间有“只知杨家城，不
知麟州城”之说。至今，历经 1000 多年风雨
的杨家城遗址，大貌犹存，雄姿仍在。
　　在后代演义中，杨家三代碧血染黄沙伤
亡殆尽后，剩下冷冷清清孤寡一门。杨业之妻
佘太君携女儿杨八姐杨九妹、孙媳穆桂英、烧
火丫头杨排风等继续挂帅出征，保土守疆。
　　佘太君即佘赛花，“性机敏，善骑射”，出
自府州折氏（后世折、佘共用）。其父折德扆，
是折家将掌门人，由五代至北宋灭亡，折氏一
门八代，历时 200 余年，为抗击辽夏金的进
攻，也立下了赫赫战功。府州，既今榆林府
谷县。
　　保江山，为黎民，以杨家将、折家将为代
表的忠勇之辈，深刻影响了陕北民风，也使后
世陕北多出武将世家。至明清之际，此地尚武
之风更烈，“武科较多于文甲”。据统计，仅有
明一代，榆林籍总兵、副总兵数量约 240 人。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春海在《杨家将精
神与中华民族精神》一文中写道：“杨家将并

不愿意血洒疆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
为了追求各民族之间的和谐。”
　　明朝互市贸易发展，北方各民族在经过
曲曲折折的战火纷争后，走向了天下一家。
明隆庆五年（1571 年）后，边关蒙汉两族人
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
千里，无烽火警”。榆林镇北台下至今留有
的款贡城遗址，即为当年蒙汉官员之间进行
商洽、会晤、谈判、贸易、受贡、赏赐等活动的

“官市”。
　　史料记载，当时边关通贡规模大，如正统
十二年（1447 年）蒙古部落单次派出使者人
数达 2472 人，贡马 4172 匹，貂鼠、银鼠、青
鼠皮 12300 张，使明朝穷于应付，难于筹措

“回赐”。
　　在款贡城遗址附近，还有易马城遗址。不
同于“官市”款贡城，易马城是民市。蒙古族牧
民可运牛、羊、骆驼、马、皮毛在此换回汉族商
人携带的布匹、绸缎、盐茶、烟酒等。当时这里
牛羊成群，驼叫马鸣。
　　“红石峡对骆峰驼，朱岩丹嶂凌苍穹。”至

今，在“塞上碑林”榆林红石峡的绝壁红岩上，
存有“汉蒙一家”的大字题刻。“这是 1913
年，陕北观察使崔云松等游峡时所题。”讲解
员何苗说。
　　“珍重榆林河下水，不关兴废自东流。”新
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历来尚武的陕北儿女，纷
纷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
了巨大牺牲：仅在党中央转战陕北的一年多
时间里，陕甘宁边区群众累计为前线运送粮
食 333 万公斤，支前民工达 331 万余人次。

“最后一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
军装，最后的老棉被铺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
肉含泪送战场。”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人民以“沙海”为

“战场”，掀起绿色革命，久久为功，使曾经不
可一世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只见林海难见
沙”，将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 400 公
里，也涌现了一代又一代治沙英雄：牛玉琴、

“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正如伟人毛
泽东在陕北时期所书：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